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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年轻、高技能农村劳动力基本完成转移的新阶段，发展城市低技能服务就业是进一步推进

劳动力转移和城镇化的关键。 围绕建设小城镇还是大中型城市更有利于创造低技能服务需求及引

致就业的问题，本文探讨了城市人口规模、人口密度和土地面积对低技能服务业需求的影响。 通过

对家政服务的家庭层面研究发现，城市人口规模显著提高了家庭生活服务外包的概率和服务购买

量，且城市人口密度增加的作用比土地面积扩张的作用更大。 对城市层面低技能服务产值的研究也

发现，城市人口密度比总人口或土地面积变量所起到的提升作用更为稳健。 另外，低技能劳务服务

产值表现出加速增长的非线性特征。 综上，从拉动劳务服务需求、创造低技能服务产值及引致就业

以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角度来看，应该优先发展大中型城市并适度提高人口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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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和促进农业规模经营的关键在于农民数量大幅减少 ［１］ ，因此城镇化是我

国城乡统筹发展和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动力。 但根据国际经验，处于 ３０％ ～ ７０％城镇化的发展

速度很快，之后则会进入缓慢发展甚至几乎停滞阶段 ［２］ 。 随着青壮年、较高技能农村劳动力转

移基本完成，特别是 １６ ～ １９ 岁人口减少和 ４０ 岁以上的返乡人口增多，乡城转移速度已经放

缓 ［３］ 。 为突破这一瓶颈，除改变户籍制度外，提供大量低技能的非农就业岗位是吸引包括中年

劳动力在内的农村人口进城并且使其有机会更长久地留在城市、提升城镇化水平的关键。
城镇化发展最终由非农行业劳动需求决定。 我国第二产业就业人数及其所占比例在 ２０１２

年达到顶峰，在此之后受劳动成本上升、低端产品出口竞争力下降以及由此引发的产业结构升

级的影响，第二产业人数开始逐年小幅减少。 依托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吸纳农村低技能劳动力

的模式早已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并且新冠疫情显露的去全球化趋势可能在未来一段时期会进一

步恶化我国制造业的出口环境。 由于我国距离发达国家 ７０％左右的第三产业就业率尚远，服务

业快速扩张仍将是农村低技能劳动力转移和城镇化的主要动力源。 从另一角度来看，城镇化本

身也会促进服务业发展，创造对低技能劳动力的引致需求 ［４－６］ 。 相比人口居住分散的农村，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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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拥有更大的人口密度、产品和服务的市场规模，这有利于劳动分工、学习效应和匹配效应 ［７－１２］

作用的发挥，使得服务业细分种类和从业人员也越多；且城镇化提高了居民收入水平和时间机

会成本 ［１３－１６］ ，刺激了服务性消费需求的增长 ［１７－１９］ ，从而创造低技能服务的引致就业 ［２０］ 。
在城市发展道路问题上的政策重点是推进中小城镇及城市群建设，例如通过严格的落户制

度、清理流动人口等手段来限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扩张。 陆铭等 ［２１］ 的研究发现，城市人口规模

扩大有利于提高低技能劳动力就业概率，据此反对限制大城市的发展，认为通过行政力量将经

济资源配置在地理劣势地区的做法，既不利于包容性就业也不利于实现经济增长与社会和谐。
且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原先小城镇优先发展战略的理论背景已经发生重大变化 ［２２－２３］ ，关
于城镇化发展和服务业扩张吸纳非农就业仍需深入讨论：①已有研究没有充分讨论服务业扩张

吸纳低技能劳动力就业对城乡统筹发展的意义。 ②城镇化使得城市规模不断扩张体现在多个

维度，例如总人口增加、人口密度提高、土地面积扩大，这些与创造劳务服务需求和低技能劳动

就业有何种联系？ ③城镇化使得生活服务外包市场需求由“稀疏”变“稠密”时，劳务服务供给

方规模效率提高、提供服务成本降低，这既可能因消费增加而提高产值，又会因价格下降而减少

产值，这种正反两方面非线性作用机制是否存在及如何体现？
综上，相应理论及知识空缺包括：①城市规模扩张是否更有利于刺激低技能劳务服务业消

费需求？ 相关问题的答案关乎城镇化发展与农村劳动力转移关系的基本判断。 ②城市规模扩

张有利于创造劳务服务消费需求及引致就业的核心因子是什么？ 是提升人口密度还是简单的

体量扩张，即在保持人口密度基本不变的情形下同时扩张城区面积和人口？ 相关问题的答案关

乎城市规划设计和疏导城市病症的导向。 ③城市规模扩张是否会通过服务规模经济来影响低

技能劳务服务需求？ 提升人口密度对低技能服务业总需求的作用是否为单调线性？ 相关问题

的答案关乎识别创造潜在需求与拉动实际消费之间的数量关系。 关于上述科学问题，需要通过

实证来寻找城镇化发展对劳务服务需求扩张影响的微观证据，并进一步检验路径稳健性。

二、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一）城镇化与家庭生活服务外包

在经典家庭模型（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Ｍｏｄｅｌ）中，家庭既是产品和服务的消费者又是劳动等要素的供

给者，可通过家庭生活服务外包行为来考察微观层面城镇化发展对低技能劳务服务需求的

影响。
１ ． 消费者角度的家庭决策问题。 假定消费者购买两种产品：ｃｓ为购买劳务服务时长，ｐ ｓ为劳

务服务价格；ｃｍ为购买其他工业制品，ｐｍ为其他产品价格。 ｙ 为家庭收入；ｚｃ 为消费者的家庭特

征。 则有家庭消费模型：Ｍａｘ ｕ（ ｃｓ，ｃｍ；ｚｃ）为效用函数；ｐ ｓｃｓ＋ｐｍ ｃｍ ＝ ｙ 为预算约束。 此时需求模型

为：ｃ ｉ ＝ ｃ ｉ（ ｐ ｓ，ｐｍ，ｙ；ｚｃ） ，ｉ＝ ｓ，ｍ。
２ ． 劳动供给者角度的家庭决策问题。 假定家庭在 ３ 种用途间分配其拥有的时间：ｃ ｌ为家庭

闲暇时间，ｌｓ 为劳动供给时间，ｃｓ为家庭生活服务时长；Ｅ 为时间禀赋；ｚｗ 为工作者的家庭特征。
则有家庭工作模型：Ｍａｘ ｕ（ ｃ ｌ，ｙ；ｚｗ）为效用函数；ｙ ＝ ｗｌｓ 为收入等式；ｃ ｌ＋ ｌｓ＋ｃｓ ＝ Ｅ 为时间约束。 将

两个约束可以合并为一个等式：ｗｃ ｌ＋ｙ－ｗｃｓ ＝ ｗＥ，此时需求模型为：ｃ ｌ ＝ ｃ ｌ（ｗ，Ｅ；ｚｗ） 。
３ ． 消费者－工作者角度的家庭决策问题。 ｚｃｗ既是消费者又是工作者的家庭特征，则有家庭

消费－工作模型：Ｍａｘ ｕ（ ｃｓ，ｃｍ，ｃ ｌ；ｚｃｗ）为效用函数；ｐ ｓ ｃｓ＋ｐｍ ｃｍ ＝ ｗｌｓ ＝ ｙ 为预算约束；ｃ ｌ ＋ ｌｓ ＋ ｃｓ ＝ Ｅ 为

时间约束。 将两个约束合并为一个等式：ｐ ｓｃｓ ＋ｐｍｃｍ ＋ｗｃ ｌ －ｗｃｓ ＝ ｗＥ，则需求模型为：ｃ ｉ ＝ ｃ ｉ（ ｐ ｓ，ｐｍ，
ｗ，Ｅ；ｚｃｗ） ，ｉ＝ ｓ，ｍ，ｌ。

从最终的需求模型来看，家庭对生活服务消费、其他产品消费和家庭闲暇时间的分配，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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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务服务价格、其他产品价格、劳动工资、时间禀赋和家庭特征的影响。 其中，家庭生活服务可

以直接购买，也可通过家庭投入时间进行生产。 当城市人口聚集使得生产率和工资率提高时，
时间机会成本和闲暇边际效用会增加，因而城市居民会更加倾向购买劳务服务来代替家务劳动

或其他时间消耗，以增加闲暇时间（亦是增加时间禀赋） 。 家务外包主要源于个体异质性，如从

事其他工作的工资率高使得做家务的机会成本高。 从行业层面来看，劳务服务既包括“家庭生

活服务”生产的规模经济（如昂贵的干洗设备需要洗很多衣服才能分摊成本）和专业化经济（干

中学造就更熟练、更优质的服务提供者） ，又包括交易成本 （达成交易花费的时间、交通成本

等） 。 综上所述，城市规模大的好处主要在于实现规模经济效率和降低交易成本使服务价格下降。
（二）城镇化与低技能劳务服务需求

１．劳务服务潜在需求变动的基本逻辑机制

当城市户籍人口和流动人口不断增加，规模经济效应和聚集效应均有利于劳动力市场中的

匹配效应、学习效应和劳动分工。 根据匹配效应，城市规模扩大使得劳动者更容易找到符合自

身偏好和技能特点的工作岗位。 根据学习效应，人们既可以向周围优秀的人才学习，又能够从

专业化的工作中积累经验。 在高技能劳动力集聚的基础上，大城市亦会派生出对低技能劳动的

引致需求，即高－低技能劳动力的“技能互补性” 。
从劳动分工来看，人口密度和市场范围越大，越有利于细化劳动力分工及其引致就业。 根

据斯密的观点，劳动分工依次取决于所谓的市场范围与资本积累：市场规模越大，可销售的商品

数量越多，劳动分工的机会越多；当市场规模足够大，劳动分工将完全不受限于资本积累，此时

劳动者能根据自身比较优势找到合适的就业岗位。 对于附着于劳务的服务业而言，业务范围仅

能覆盖特定区域内的消费对象，此时城市规模决定了其内部服务行业的市场范围①，人口密度也

决定了城市内部服务人员的劳动分工，即服务外包的市场范围扩大和劳动分工细化有利于众多

零散的需求集中，以形成有效需求。
从消费外部性来看，大城市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劳动工资的上涨增加了居民家务劳动的时

间机会成本，尤其对于高收入家庭而言，较高的时间成本使其将家务活动外包给家政公司和餐

馆等消费型服务机构，即更多地购买服务消费以节省时间从而提高效用。 城市人口规模与消费

者需求的逻辑关系见图 １。

图 １　 人口规模与消费者需求

２． 劳务服务实际需求扩张的非线性机制

大城市在集聚高技能人才后提高了生产率和工资率，从而产生消费的外部性，使得家庭购

买劳务服务的需求增加，这进一步创造了低技能就业机会。 居民时间机会成本，亦会受城市交

８３１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 ２１ 卷

① 行业性质决定了绝大部分低技能劳务服务是需要服务人员与消费者（面对面）接触来完成交易的，因此服务供给方

不能距离需求方太远，这也意味着低技能服务业的市场范围直接由需求方（消费者）的地理分布决定。



通拥挤效应的影响，换言之，城区扩大增加了居民上下班通勤往来的时间消耗，在挤占闲暇时间的

同时也抬高了时间价值，增加了家庭购买劳务服务的需求。 此外，居民家庭结构也会影响时间分

配，家庭人数越多家务劳动的规模经济越明显，生活服务外包需求就越少；有老人和儿童需要照料

时家务劳动时间和生活服务需求增加，而当老人在家能够帮助料理家务时则生活服务需求下降。
更重要的是，城市低技能服务行业的规模效率也会影响最终实际发生的消费需求：城市人

口聚集使得服务需求方（消费者）分布更为集中，城市规模扩张使得服务市场范围更为广阔，规
模经济及劳动分工都会导致服务供给方的固定投入因城市扩张而摊薄，提供单位服务的平均成

本也降低，即处于规模经济阶段。 若城市规模超过一定门槛值并继续扩张，人口聚集过快使交

通拥挤，反而会降低劳务服务的效率或质量，土地扩张过大使居民过于分散也会提高劳务服务

成本和损耗，即进入服务规模不经济阶段。 因而规模经济会通过改变供需均衡点处的价格和数

量，进而影响城市低技能服务业的实际消费需求，且服务业的规模经济（效率）主要受服务覆盖

范围内的人口密度变动影响。 城市实际服务需求非线性扩张的逻辑关系见图 ２。

图 ２　 劳务服务实际需求非线性扩张

三、实证模型与变量选择

（一）家庭生活服务外包的实证模型

首先从城市家庭生活服务外包的角度来分析微观家庭层面的实际服务消费需求：
Ｓｅｒｖｉｃｅ⁃ｃ ｉ ＝ α＋β１Ｃｉｔｙ⁃ｓ ｉ＋β２Ｔｉｍｅ⁃ｃ ｉ＋μ ｉ （１）

其中，Ｓｅｒｖｉｃｅ⁃ｃ 是衡量低技能劳务服务业消费需求的指标，本文选取家政服务作为家庭生活

服务外包的典型代表，包括是否购买家政服务和购买家政服务时长 ２ 个指标。 Ｃｉｔｙ⁃ｓ 是衡量城

市规模特征的指标，本文将城市规模拆分为人口密度和土地面积 ２ 个维度①，将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变量

与 Ｄｅｎｓｉｔｙ 和 Ａｒｅａ 变量组合进行对比分析。 Ｔｉｍｅ⁃ｃ 是衡量家庭时间机会成本特征的指标，包括

是否城区家庭 Ｕｒｂａｎ、家庭经济收入 Ｆａｍｉｌｙ⁃ｉ、家庭人口规模 Ｆａｍｉｌｙ⁃ｓ、家庭人口结构类型 Ｆａｍｉｌｙ⁃
ｔ 变量，还需要考虑家庭居住区位因素 Ｆａｍｉｌｙ⁃ｌ 的影响。 具体的实证模型如下：

Ｓｅｒｖｉｃｅ⁃ｃｉ ＝α＋β１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ｉ＋β２Ｕｒｂａｎｉ＋β３Ｆａｍｉｌｙ⁃ｉｉ＋β４Ｆａｍｉｌｙ⁃ｓｉ＋β５Ｆａｍｉｌｙ⁃ｔｉ＋β６Ｆａｍｉｌｙ⁃ｌｉ＋μｉ （２）
Ｓｅｒｖｉｃｅ⁃ｃ ｉ ＝ α＋β１Ｄｅｎｓｉｔｙ ｉ＋β２Ａｒｅａ ｉ＋β３Ｕｒｂａｎ ｉ＋β４Ｆａｍｉｌｙ⁃ｉ ｉ＋β５Ｆａｍｉｌｙ⁃ｓ ｉ＋β６Ｆａｍｉｌｙ⁃ｔ ｉ＋

β７Ｆａｍｉｌｙ⁃ｌ ｉ＋μ ｉ （３）
其中，家庭居住区位 Ｆａｍｉｌｙ⁃ｌ 包括 ４ 个变量，分别为家庭到最近的公交站、医疗点、学校和

商业中心的距离。 当被解释变量 Ｓｅｒｖｉｃｅ⁃ｃ 为是否购买家政服务（取值为 ０－１）时，采用 Ｐｒｏｂｉｔ 模
型估计并计算平均偏效应以识别经济意义；当 Ｓｅｒｖｉｃｅ⁃ｃ 为购买家政服务时长对数值（ ０ 处左截

９３１

第 ２ 期 顾天竹， 纪月清，钟甫宁 　 城镇化、生活服务外包与低技能服务业扩张

① 因为城市总人口是人口密度与土地面积的乘积，当这三者一起放入模型时会导致严重的共线性问题，所以本文将城

市总人口变量与人口密度和土地面积变量组合，分别进行回归。



断）时，采用 Ｔｏｂｉｔ 模型进行估计。
（二）城市层面的实证模型

基于上述家庭模型，进一步将考察因素上升到宏观层面，则有模型如下：
Ｌｏｗｓｅｒｖｉｃｅ⁃ｄ ｉ ＝ α＋β１Ｃｉｔｙ⁃ｓ ｉ＋β２Ｔｉｍｅ⁃ｃ ｉ＋β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ｓ ｉ＋β４Ｏｔｈｅｒ⁃ｃ ｉ＋μ ｉ （４）

其中，被解释变量 Ｌｏｗｓｅｒｖｉｃｅ⁃ｄ 表示城市低技能服务业需求，包括需求总量和人均需求。
Ｃｉｔｙ⁃ｓ 衡量城市规模特征，包括城市总人口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人口密度 Ｄｅｎｓｉｔｙ、土地面积 Ａｒｅａ 变量，考
虑城市低技能劳务服务消费需求的非线性扩张路径，需要加入城市规模平方项以检验潜在拐

点。 Ｔｉｍｅ⁃ｃ 衡量时间成本特征，由于家庭人口结构无法加总到城市层面，故仅采用职工平均工

资 Ｗａｇｅ⁃ｍ 来 衡 量。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ｓ 衡 量 城 市 产 业 结 构， 包 括 二 产 比 重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ｒ 及 其 平 方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ｒ２ 变量，以考察工业化发展的非线性影响。 Ｏｔｈｅｒ⁃ｃ 衡量城市其他特征，包括控制变量

固定资产投资 ＦＡＩ、外商直接投资 ＦＤＩ、财政预算支出 Ｂｕｄｇｅｔ、人均道路面积 Ｒｏａｄ、人均公交数量

Ｂｕｓ。 控制城市固定资产投资和外商实际投资可以减弱需求因素的估计偏误，控制地方政府财

政预算支出可反映政府经济干预的影响，控制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可以反映劳动力市场信息传

递、匹配效率和就业概率的异质性，并且这些控制变量也能很好地衡量城市对流动人口的吸引

力。 为区分时间固定效应①（多期面板数据） ，将控制时间虚拟变量 Ｙｅａｒ。 α、β、γ 是变量系数，μ
是随机扰动项。 此外，被解释变量与核心解释变量对数化以计算需求弹性，可得实证模型如下：

ｌｎＬｏｗｓｅｒｖｉｃｅ⁃ｄ ｉ ＝α＋β１ ｌｎ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β２ ｌｎ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２
ｉ ＋β３Ｗａｇｅ⁃ｍ ｉ＋β４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ｒ ｉ＋β５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ｒ２ｉ ＋

β６ＦＡＩ ｉ＋β７ＦＤＩ ｉ＋β８Ｂｕｄｇｅｔｉ＋β９Ｒｏａｄ ｉ＋β１０Ｂｕｓ ｉ＋γ Ｙｅａｒ ｉ＋μ ｉ （５）
ｌｎＬｏｗｓｅｒｖｉｃｅ⁃ｄ ｉ ＝α＋β１ ｌｎＤｅｎｓｉｔｙ ｉ＋β２ ｌｎＤｅｎｓｉｔｙ２

ｉ ＋β３ ｌｎＡｒｅａ ｉ＋β４ ｌｎＡｒｅａ２
ｉ ＋β５Ｗａｇｅ⁃ｍ ｉ＋β６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ｒ ｉ＋

β７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ｒ２ｉ ＋β８ＦＡＩ ｉ＋β９ＦＤＩ ｉ＋β１０Ｂｕｄｇｅｔｉ＋β１１Ｒｏａｄ ｉ＋β１２Ｂｕｓ ｉ＋γ Ｙｅａｒ ｉ＋μ ｉ （６）

四、数据来源与样本描述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家庭层面的被解释变量包括是否购买家政服务（保姆或钟点工）与家政服务时长（工
作频率×每次时长） ，控制变量包括家庭收入、家庭规模、家庭类型和家庭区位，使用数据来自

《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ＣＬＤＳ ２０１４） 》项目。 城市数据来自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０ 年第五、第六次《中国人

口普查分县资料》以及 １９９８—２０１７② 历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反映 １９９７—２０１６ 年 ２０ 年间的

情况） 。 根据国家统计局按行业分类地区生产总值数据，计算各省份各年度低技能服务产值占

第三产业产值的比重作为固有系数，再将各城市各年度第三产业产值乘以该系数，即可得到各

城市各年度低技能服务业实际发生③的产值（消费支出） 。 为平减物价波动带来的误差，将估算

值再除以当年该地区物价指数④，可得城市低技能服务业消费需求（支出）⑤变量；将低技能服务

业产值除以城市总人口，即可得到人均低技能服务消费（支出） 。 本文对低技能服务业按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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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由于面板数据的特点，城市人口规模与其自身经济特征高度相关，为了强化对城市扩张作用的估计，本文城市层面的

实证模型采用时间固定效应而非地区固定效应。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地级及以上城市从业人员数据在 １９９７ 年与 １９９８ 年之间发生了很大变化，主要是由于 １９９７

年与 １９９８ 年该项指标的统计口径不一致造成的。 故本文选取 １９９８ 年年鉴（收集了 １９９７ 年末数据）新口径后到 ２０１６ 年新型

城镇化纲要规划全面实施前的 ２０ 年数据进行面板数据实证，以保证统计口径的一致性。
本文以实际发生的消费需求（现实观测到的供需均衡处对应的价格和数量）作为理论需求的代理变量。
物价指数参见中国国家统计局年度数据中各行业的历年价格指数，用于权衡低技能服务行业的相对价格。
考虑到国家统计数据一般以正式部门数据为主，而低技能服务业中存在大量非正式就业难以计入，因此以低技能服

务业产值作为实际发生的低技能服务消费需求代理指标，这样需求会被低估。 由于非正式服务消费漏报导致的需求偏误通

常与城市规模正向相关，若采用真实需求进行回归，会比采用这种被低估的需求得到的回归结果更加显著。 故本文采用产值

指标不影响实证分析的可靠性，相反却更能说明结论的稳健性。



家统计局行业类型来划分，包括批发和零售贸易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
（二）家庭层面的样本描述

样本城市及家庭的变量描述详见表 １。 ２０１４ 年城市规模与家庭生活服务外包比例散点分

布及其拟合线见图 ３。
表 １　 样本城市和家庭的变量描述

　 　 变量 变量说明 样本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生活服务外包 被解释变量

　 购买家政服务 是否请过保姆（钟点工） （ １ ＝是，０ ＝否） ７８８５ ０．０１４１ ０．１１７８ ０ １

　 家政服务时长（小时） 月均保姆（钟点工）做家务几小时 ７８８５ ０．４００９ ６．９８６３ ０ ３６０

城市样本特征 核心解释变量

　 总人口（百万人） １０２ ２．３３３０ ２．３８５８ ０．２２６７ １３．２４１

　 人口密度（千人 ／ 平方公里） １０２ １．３５２７ １．１９０４ ０．０５５４ ６．６３０７

　 土地面积（千平方公里） １０２ ２．２８５３ １．７０７６ ０．０９７０ ９．５７６０

家庭样本特征 控制变量

　 城区家庭 家庭是否位于城区（ １ ＝是，０ ＝否） ７８８４ ０．３６５４ ０．４８１６ ０ １

　 家庭收入（万元 ／ 年） ７８８５ ５．３４３８ １１．９３０ ０ ６００

　 家庭规模 家庭共同居住成员数量 ７８８４ ４．６４６１ ２．１２２８ １ ２０

　 家庭类型 １ 仅一个人居住 ７８８５ ０．０８８８ ０．２８４４ ０ １

　 家庭类型 ２ 夫妻二人居住（无老人） ７８８５ ０．２２５４ ０．４１７８ ０ １

　 家庭类型 ３ 夫妻及子女居住（无老人） ７８８５ ０．３６４６ ０．４８１４ ０ １

　 家庭类型 ４ 已婚子女、父母及子女、祖孙同住等 ７８８５ ０．３００４ ０．４５８５ ０ １

　 家庭类型 ５ 其他居住情况（无老人） ７８８５ ０．０２０８ ０．１４２７ ０ １

　 公交站距离（公里） 家庭到最近的公交站点距离 ７７８８ １．６５４１ ２．０９８８ ０ １０

　 医疗点距离（公里） 家庭到最近的医疗点距离 ７８８４ １．４１３９ １．７５８９ ０ １０

　 学校距离（公里） 家庭到最近的学校距离 ７８５３ １．７３４０ １．８５１６ ０ １０

　 商业区距离（公里） 家庭到最近的商业中心距离 ７８２０ ３．２３９２ ２．７５１９ ０ １０

　 　 注：城镇家庭居住地附近不远处应有公交站、医疗点、学校或商业区等，故将距离超过 １０ 公里的异常样本剔除。

图 ３　 ２０１４ 年城市规模与家庭生活服务外包比例

从宏观和微观结合来看，城镇化发展有利于城市低技能服务业需求增长，即城市总人口、人
口密度、土地面积均与城市家庭生活服务外包比例呈显著正相关。 以 ２０１４ 年匹配数据为例，城
市规模与家庭生活服务外包比例的相关系数分别为：０＜土地面积系数＜人口密度系数＜城市总

人口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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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城市层面的样本描述

样本城市的变量描述详见表 ２。
表 ２　 样本城市的变量描述

变量 变量说明 样本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低技能服务业需求总量（亿元） 低技能服务业总产值 ５２１４ １２．７６３ ２４．５１３ ０．５７２１ ２７５．９７

低技能服务业人均消费支出（百元 ／ 人） 低技能服务业增加值 ／ 人口 ５２１４ ７．４５７１ ５．１２６０ ０．７１９１ １０１．９６

城市总人口（百万人） ５２１４ １．５７８１ ２．３０６０ ０．１３０９ ２４．９１２

城市总人口平方 ５２１４ ７．８０７１ ３７．６６８ ０．０１７１ ６２０．６０

人口密度（千人 ／ 平方公里） ５２１４ １．１９７３ １．１７５８ ０．０１３０ １５．６８７

人口密度平方 ５２１４ ２．８１５７ ８．７４８６ ０．０００２ ２４６．０８

土地面积（千平方公里） ５２１４ ２．０８４５ ２．５４８３ ０．０５００ ４３．２６３

土地面积平方 ５２１４ １０．８３８ ５３．１９４ ０．００２５ １８７１．７

职工平均工资（万元 ／ 年） ５２１４ ２．６５５８ ２．０３９１ ０．０６７５ ５７．６５５

二产比重（％） 第二产业产值占 ＧＤＰ 比例 ５２１４ ５０．３８２ １２．５２５ ８．０５００ ９２．３００

二产比重平方 ５２１４ ２６．９５２ １２．８３４ ０．６４８０ ８５．１９３

固定资产投资（％） 固定资产投资额 ／ ＧＤＰ ５２１４ ５４．４８２ ３１．５１２ ０ ７４５．５２

外商直接投资（％） 外商直接投资额 ／ ＧＤＰ ５１９９ ０．４４２７ １．８０８８ ０ １２３．０１

财政预算支出（％） 政府预算支出额 ／ ＧＤＰ ５２１４ １２．２９２ ８．７６６２ ０ ２７０．２４

人均道路面积（平方米 ／ 人） ５２１４ ８．８０８１ ６．６０９９ ０ ７３．０４０

人均公交数量（辆 ／ 万人） ５１６５ ６．６８６３ ６．８３０８ ０ １１５．００

　 　 如图 ４ 所示，根据线性假设下的拟合线（实线）可知：城市总人口和人口密度均与低技能服

务业需求呈正相关，而土地面积则与之呈负相关。 相关系数分别为：土地面积系数＜０＜总人口

系数＜人口密度系数。 这意味着城市规模对低技能服务发展的促进作用主要是通过人口聚集来

实现的，而土地扩张速度高于人口聚集速度时人口分布更加稀松，从而抵消城镇化发展带来的

好处。

图 ４　 ２０１６ 年城市规模与低技能服务业人均产值（劳务服务产业需求）

　 　 注：非线性关系的拟合仅包含解释变量的一次项、平方项和截距项，但不控制其他变量。

基于非线性关系的拟合线（虚线）给出了更多信息：城市总人口、人口密度和土地面积与低

技能服务业人均产值的关系均呈倒 Ｕ 型，正由于样本分布主要集中在规模较小的城市，故线性

与非线性拟合线拐点的左侧部分相似。 由于空间的价值随着人口密度的提高而增加，服务场所

的土地价格和服务人员的生活成本也水涨船高，当服务行业运营的边际成本逐渐增加以至抵消

服务规模经济时，人口聚集对低技能服务产值的正向作用也扭转为负向。 一般而言，虽然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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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张与人口聚集同时发生，但在城市总人口不变时土地面积扩张意味着城区人口更加分散，这
解释了在短时期内（城市人口基本不变时）土地面积与人口密度总是呈现反向变化的事实，故
人口密度对低技能服务业需求为正向作用，而土地面积作用为负。

五、实证结果与讨论

（一）家庭层面的实证结果

本文首先从微观家庭层面来检验城镇化对低技能服务需求的作用机制。 模型 １、模型 ２ 采

用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估计并汇报平均偏效应，故无截距项；模型 ３、模型 ４ 采用 Ｔｏｂｉｔ 模型进行估计。 进

一步检验显示，核心变量月均家政服务时长，以及解释变量城市总人口、人口密度和土地面积在

取对数前后的估计结果基本一致，表明实证结论的稳健性。 表 ３ 汇报了 １０２ 个城市共 ６４８５ 个

有效样本家庭的估计结果。
表 ３　 家庭生活服务外包的回归结果（Ｎ＝ ６４８５）

变量
是否购买家政服务 月均家政服务时长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城市总人口对数 ０．００３３∗∗∗（ ０．００１０） １．０１８８∗∗（ ０．３９７８）
人口密度对数 ０．００３８∗∗∗（ ０．００１３） １．０１３４∗∗（ ０．５０５１）
土地面积对数 ０．００２８∗∗∗（ ０．００１０） １．０２４２∗∗（ ０．４１８５）
城区家庭 ０．００９３∗∗∗（ ．００２９） ０．００９０∗∗∗（ ０．００２９） ３．０５９５∗∗∗（ ０．７３２３） ３．０６１６∗∗∗（ ０．７３５２）
家庭收入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３９０∗∗∗（ ０．０１２５） ０．０３９０∗∗∗（ ０．０１２６）
家庭规模 ０．０００５（ ０．０００４） ０．０００５（ ０．０００４） ０．０２９４（ ０．１９１１） ０．０２９６（ ０．１８９３）
家庭类型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公交站距离 －０．０００６（ ０．０００６） －０．０００６（ ０．０００６） －０．３４０６（ ０．３１５１） －０．３４０６（ ０．３１４８）
医疗点距离 ０．０００８（ ０．０００７） ０．０００８（ ０．０００７） ０．２７１９（ ０．２９７９） ０．２７１６（ ０．２９７０）
学校距离 －０．００１４∗（ ０．０００８） －０．００１３∗（ ０．０００８） －０．４７９８（ ０．３４７０） －０．４８０２（ ０．３４７８）
商业区距离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００４）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００４） ０．０２０５（ ０．１４４２） ０．０２０７（ ０．１４１９）
截距项 无 无 已控制 已控制

　 　 注：①∗、∗∗、∗∗∗分别表示 １０％、５％、１％的显著性水平；②模型估计均采用稳健标准误。

根据微观家庭层面的回归结果可知：城市总人口每增加 １ 倍，家庭购买家政服务的可能性

提高 ０．３３％，购买家政服务家庭的生活服务外包时长增加约 １．０２ 倍；城市人口密度和城市土地

面积每增加 １ 倍，家庭购买家政服务的可能性分别提高 ０．３８％和 ０．２８％，家庭购买生活服务外

包时长分别增加 １．０１ 倍和 １．０２ 倍。 其余指标包括家庭收入和家庭类型均对家务服务外包需求

有显著影响。 在控制了家庭家务劳动机会成本变量后，城市规模（总人口、人口密度和土地面

积）对家庭生活服务外包有显著正向影响，这表明城市扩张和人口聚集有利于产生低技能服务

的规模经济效率，居民因城镇化发展而更多地选择生活服务外包。
（二）城市层面的实证结果

１． 低技能服务业需求总量回归

剔除变量缺失值后对 ５１５６ 个有效样本进行分步估计，结果如表 ４ 所示。 第一步，仅对城市

规模特征进行回归，并控制时间固定效应，模型 １、模型 ２ 的结果显示：城市总人口、人口密度与

土地面积对低技能服务需求总量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城市总人口和人口密度变量系数均大于 １
而土地面积系数小于 １。 第二步，将机会成本、产业结构及城市其他特征加入模型，模型 ３、模型

４ 的结果显示：城市规模变量系数均略有降低，此时城市总人口和土地面积变量系数小于 １ 而

人口密度仍大于 １。 第三步，将城市规模平方项加入回归，模型 ５、模型 ６ 的结果显示：城市总人

口和人口密度变量系数及其平方项均显著为正，土地面积系数显著为正但其平方项显著为负，
说明城市总人口和人口密度对低技能服务需求总量的影响均呈正 Ｕ 型，而土地面积的影响则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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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 Ｕ 型。 计算可得 ３ 个指标的非线性作用拐点，分别为 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０ 和 ２．８ｅ＋１６，理论拐点均

在现有城市规模区间外，即城市规模对低技能服务需求总量的需求规模弹性方向不会发生

逆转。
表 ４　 城市低技能服务业需求总量的回归结果（Ｎ＝ ５１５６）

变量
第一步（线性） 第二步（线性） 第三步（非线性）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模型 ５ 模型 ６

城市总人口对数 １．０７７∗∗∗（０．０１０） ０．９８０∗∗∗（０．０１４） ０．９４６∗∗∗（０．０１３）

城市总人口对数平方 ０．０４９∗∗∗（０．００９）

人口密度对数 １．１７６∗∗∗（０．０１２） １．０７１∗∗∗（０．０１６） １．１３４∗∗∗（０．０１８）

人口密度对数平方 ０．０５２∗∗∗（０．００７）

土地面积对数 ０．９７１∗∗∗（０．０１１） ０．９２１∗∗∗（０．０１４） ０．９３６∗∗∗（０．０１４）

土地面积对数平方 －０．０１２∗∗（０．００６）

职工平均工资 ０．０３３（０．０２５） ０．０３５（０．０２６） ０．０２４（０．０２０） ０．０３２（０．０２４）

二产比重 ０．０１７∗∗∗（０．００３） ０．００２（０．００４） ０．０２０∗∗∗（０．００３） ０．００６∗（０．００４）

二产比重平方 －０．０１５∗∗∗（０．００３） －０．００１（０．００３） －０．０１８∗∗∗（０．００３） －０．００５（０．００３）

固定资产投资 －０．００２∗∗∗（０．０００） －０．００２∗∗∗（０．０００） －０．００２∗∗∗（０．０００） －０．００２∗∗∗（０．０００）

外商直接投资 ０．０４９∗∗∗（０．０１５） ０．０４４∗∗∗（０．０１２） ０．０５０∗∗∗（０．０１５） ０．０４６∗∗∗（０．０１２）

财政预算支出 －０．００１（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０．００２）

人均道路面积 ０．０２５∗∗∗（０．００２） ０．０２３∗∗∗（０．００２） ０．０２５∗∗∗（０．００２） ０．０２２∗∗∗（０．００２）

人均公交数量 ０．０１８∗∗∗（０．００４） ０．０１４∗∗∗（０．００３） ０．０１６∗∗∗（０．００４） ０．０１１∗∗∗（０．００３）

时间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截距项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Ｒ－ｓｑ ０．６９４ ０．７２５ ０．７５２ ０．７６７ ０．７５４ ０．７７１

　 　 注：①∗、∗∗、∗∗∗分别表示 １０％、５％、１％的显著性水平；②模型估计均采用稳健标准误；③为保持回归结果可比性，

回归删除了存在缺失值的样本，使得模型 １ 至模型 ６ 样本一致；④Ｔ 检验发现，城市总人口变量系数并不显著异于 １，人口密

度显著大于 １，土地面积显著小于 １，说明低技能服务业需求总量的总人口弹性接近 １，人口密度弹性大于 １，土地面积弹性小

于 １。

通过逐步回归可以发现：在分别加入城市规模、机会成本、产业结构及其他特征变量后，城
市总人口、人口密度和土地面积变量的系数值减小，说明城市规模对低技能服务需求总量的正

向作用并不仅仅是城市规模效应本身，可能是由城市规模决定或与城市规模相关的其他因素带

来的。 从第二步回归结果来看，在控制了完整城市特征变量后，城市规模变量系数均有明显降

低，甚至城市总人口和土地面积变量系数小于 １，说明低技能服务需求总量增速小于总人口和

土地扩张速度，此时人口密度变量系数变化较小且仍大于 １，说明需求总量增速大于人口密度

增加速度。 分步实证结果均表明，城市规模是城市低技能服务需求总量的最主要影响因素，且
与城市总人口和土地面积变量相比，人口密度变量的作用更为显著。 基于非线性关系与线性假

设的实证结果相似：城市总人口、人口密度和土地面积变量系数均远大于其平方项，且理论拐点

基本并不位于现有样本分布区间内。 计算可得城市规模及其平方项的总效应均显著为正，这表

明在样本分布区间内低技能服务需求总量随着城市规模扩张而单调递增。
２． 低技能服务人均需求回归

低技能服务人均需求的估计结果详见表 ５。 第一步结果显示：城市总人口对低技能服务人

均需求有显著正向影响，当人口密度与土地面积同时回归时仅有人口密度有显著正向影响，而
土地面积变量为负向显著。 第二步结果显示：城市总人口、人口密度和土地面积变量系数及其

显著性均有所降低；城市总人口系数开始转变为负但不显著，人口密度系数仍然显著为正，土地

面积系数则强化了负向显著。 第三步结果显示：城市总人口及其平方项变量系数分别显著为负

和正，人口密度及其平方项系数均显著为正，土地面积及其平方项系数均显著为负。 说明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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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人口和人口密度对城市低技能服务人均需求的影响呈正 Ｕ 型，而土地面积的影响则呈倒 Ｕ
型。 计算可得 ３ 个指标的非线性作用拐点，分别为 １．７３９３、０．２７２６ 和 ０．０７４６，即城市总人口为

１７４ 万人、人口密度为 ２７３ 人 ／平方公里、土地面积为 ７５ 平方公里，理论拐点位于现有区间分布

最左侧，即城市规模对低技能服务人均需求的作用方向也基本不会逆转。
表 ５　 城市低技能服务业人均需求的回归结果（Ｎ＝ ５１５６）

变量
第一步（线性） 第二步（线性） 第三步（非线性）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模型 ５ 模型 ６

城市总人口对数 ０．０７７∗∗∗（０．０１０） －０．０２０（０．０１４） －０．０５４∗∗∗（０．０１３）

城市总人口对数平方 ０．０４９∗∗∗（０．００９）

人口密度对数 ０．１７６∗∗∗（０．０１２） ０．０７１∗∗∗（０．０１６） ０．１３４∗∗∗（０．０１８）

人口密度对数平方 ０．０５２∗∗∗（０．００７）

土地面积对数 －０．０２９∗∗∗（０．０１１） －０．０７９∗∗∗（０．０１４） －０．０６４∗∗∗（０．０１４）

土地面积对数平方 －０．０１２∗∗（０．００６）

职工平均工资 ０．０３３（０．０２５） ０．０３５（０．０２６） ０．０２４（０．０２０） ０．０３２（０．０２４）

二产比重 ０．０１７∗∗∗（０．００３） ０．００２（０．００４） ０．０２０∗∗∗（０．００３） ０．００６∗（０．００４）

二产比重平方 －０．０１５∗∗∗（０．００３） －０．００１（０．００３） －０．０１８∗∗∗（０．００３） －０．００５（０．００３）

固定资产投资 －０．００２∗∗∗（０．０００） －０．００２∗∗∗（０．０００） －０．００２∗∗∗（０．０００） －０．００２∗∗∗（０．０００）

外商直接投资 ０．０４９∗∗∗（０．０１５） ０．０４４∗∗∗（０．０１２） ０．０５０∗∗∗（０．０１５） ０．０４６∗∗∗（０．０１２）

财政预算支出 －０．００１（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０．００２）

人均道路面积 ０．０２５∗∗∗（０．００２） ０．０２３∗∗∗（０．００２） ０．０２５∗∗∗（０．００２） ０．０２２∗∗∗（０．００２）

人均公交数量 ０．０１８∗∗∗（０．００４） ０．０１４∗∗∗（０．００３） ０．０１６∗∗∗（０．００４） ０．０１１∗∗∗（０．００３）

时间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截距项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Ｎ ５１５６ ５１５６ ５１５６ ５１５６ ５１５６ ５１５６

Ｒ－ｓｑ ０．１８９ ０．２６９ ０．３４３ ０．３８０ ０．３４８ ０．３９１

　 　 注：①∗、∗∗、∗∗∗分别表示 １０％、５％、１％的显著性水平；②模型估计均采用稳健标准误；③为保持回归结果可比性，

回归删除了存在缺失值的样本，使得模型 １ 至模型 ６ 样本一致；④城市规模指标在取对数前后的系数方向及显著性基本

一致。

通过分步回归可以发现，城市规模对低技能服务人均需求的正向作用也与前述对低技能服

务需求总量的作用类似。 从第二步回归结果来看，在控制了完整城市特征变量后，城市规模变

量系数均显著降低，没有明显证据说明低技能服务人均需求会受到城市总人口扩张的影响；此
时仅人口密度系数变化较小且仍显著为正，而土地面积则显著为负，说明低技能服务人均需求

增加受益于人口密度增加。 分步实证结果均表明，与单纯的城市总人口或土地面积扩张相比，
人口密度增加显然是城市低技能服务人均需求的最主要动因。 此外，基于人均需求的非线性关

系与线性假设下的实证结果相似：由于理论拐点位于样本分布区间最左侧，故进一步计算可知

城市总人口和人口密度的总效应为正，而土地面积的总效应为负。 综上，低技能服务人均需求

随着人口密度单调递增，而随着土地面积单调递减，城市总人口则介于两者之间。

六、研究结论与启示

基于城镇化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背景，本文阐述了城市低技能劳务服务就业扩张的源

泉———城市家庭生活服务外包需求的增长机制，并主要探讨城市规模扩张的促进作用。 通过家

庭层面对生活服务外包———家庭购买家政服务行为的实证可以发现：城市总人口、人口密度、土
地面积和家庭收入对城市家庭是否购买家政服务和家政服务时长均有显著正向影响，表明城市

规模扩张促进了家庭生活服务消费需求。 将微观结论推广到宏观，也证实了城市扩张对低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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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需求扩张的促进作用，其中人口密度作用最大且最稳健，总人口作用次之，土地面积作用最

小，即人口密度是决定服务规模经济的主因。 这些证据都表明，城镇化发展和城市扩张导致的

城区人口聚集是促进城市劳务服务业发展和创造低技能劳动就业机会的主要动力。
综合上述研究结论，提出如下旨在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合理引导城镇化发展并带动城市

服务行业成长的政策建议：
其一，适度放宽城乡人口流动限制。 城市人口规模自然扩张的过程是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规

律的，新型城镇化政策应当支持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市。 放宽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大

城市既有利于加快城镇化进程，也促进城市服务经济持续发展，顺应社会经济发展规律，并帮助

更多农业转移人口实现其城市梦想的美好诉求。 科学合理的城市化应当更加注重人的城市化，
而非仅仅通过土地扩张来实现农村人口的城市化，需要控制并减缓农村人口就地城镇化速度，
使得城市人口能够因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自然聚集来代替目前大量依靠行政区域调整方式

下的农村人口就地城镇化。
其二，适度鼓励居民社区集中安置。 在监测城市人口规模时，也需要关注人口密度变化对

城市服务业发展的实际影响，人口聚集应当和土地扩张同步进行，以此来看待城市建设和布局

调整过程中的问题。 县城和农村地区也可通过人口聚集来创造低技能服务需求和就业，这需要

提升各居民点的集中度而非纯粹统计上的平均人口密度。 人口密度提升有利于扩大服务行业

市场范围的规律不仅适用于大中型城市，城市郊区、县级市、县、建制镇甚至农村社区的人口集

中都会有利于扩大该区域服务行业的市场范围，并创造服务外包的引致需求及就业机会。
其三，适度包容低技能服务业就业。 在有关政策制定上需要对低技能劳动力的工作和生活

给予更多包容，因为城市高新技术产业的聚集和高端服务业的发展都离不开相应低技能服务岗

位的配套，外来务工者选择城市人口不偏爱的低技能服务行业实则改善了城市居民的生活质

量，而并非挤压城市人口的就业机会。 因此，促进农村劳动力有序转移的政策可以从低技能服

务就业入手，鼓励农村低技能劳动力进入城市低技能服务业，支持其在服务行业快速健康地融

入有利于同时缓解农村劳动力供给过剩和城市服务行业需求不足的双重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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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Ｌｉｆ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Ｏｕｔｓｏｕｒｃｉｎｇ； Ｌｏｗ⁃ｓｋｉｌｌｅ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ｏｆ Ｓｃａｌ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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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２ 期 顾天竹， 纪月清，钟甫宁 　 城镇化、生活服务外包与低技能服务业扩张


